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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讨共享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根据领导-成员交换理论（LMX）构建了基于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模型。通过对包含536名员工的样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共享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权力距离正向调节了共享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共享变革型领导这种西方管理思想在高权力距离文化背景的中国同样能够受到员工的欢迎。最后讨论了实证结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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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echanism how share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ffects employee innovative behavior by constructing a moderation model which is based on power distance.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research show that share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ee innovative behavior. The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re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innovative behavior is stronger as subordinate power distance orientation is high rather than low. Furthermore, 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 test shows tha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wer distance is always significant at any value of its range. We find that share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 western management thought, is acceptable to Chinese employees who are submissive to their supervisors. We explai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wer dist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 To sum up, this study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power distance and offers a new orientation to research western management theory in Chines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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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组织的创新能力已然成为一个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重要因素（Fagerberg et al.，2006；Westland，2008）[
][
]。员工的个体创新是组织创新的基本组成部分（Tierney，Farmer，& Graen，1999）[
]，组织创新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员工的个体创新行为，如何提升员工创新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员工个体的创新包括从创意的产生、寻求支持到产生创新结果等一系列行为（Scott & Bruce，1994）[
]，受到个体因素（效能感，认知风格，领域相关技能等）和环境因素（资源支持，绩效回报，组织气氛，社会背景，领导风格等）的影响（Tierney，Farmer，& Graen，1999；Smith & Tushman，2005）[3][
]。在众多的外部环境因素中，领导方式是影响员工创新的最直接因素之一（Shalley & Gilson，2004）[
]。自从变革型领导理论被提出后，变革型领导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胡泓等，2012）[
]。已有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对组织创新与员工个体创新均有积极影响（Jung，Chow，& Wu，2003；Wang & Rode，2010）[
][
]。然而，当下企业面临着日渐复杂的工作任务和多样化的客户需求，组织的结构也日趋扁平化，单一的传统领导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管理目标，共享领导理论（Shared Leadership Theory）应运而生（Pearce & Manz，2005）[
]。共享领导是一个团队成员之间权力分享、相互授权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增强企业的适应能力，从而实现企业整体的目标（Pearce & Conger，2002）[
]。Pearce和Sims（2002）的研究认为传统领导模式中的变革型领导行为，在共享领导理论中仍然可以得到应用，并称之为共享变革型领导。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共享领导较之垂直领导对团队绩效产出具有更强烈的促进作用[
]。在此基础上，我们试图更进一步地揭示在中国的管理情境下，共享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是否会受到文化层面因素的影响。

社会文化因素是影响领导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方面（Dorfman & Howell，1988）[
]。由于受到中国传统封建专制制度的影响，中国社会具有较高的权力文化背景，员工偏好于对领导者言听计从，威权式领导大行其道（Farh & Cheng，2000）[
]。然而，随着中国逐渐与国际接轨，我国企业的管理者与员工也开始逐渐接受西方文化（Ralston et al.，1999）[
]。个体层次的权力距离（Individual Power Distance）是员工对组织内地位尊卑、权力分配的认知（Kirkman et al.，2009）[
]。当员工基于特定的权力距离感去解读不同情景下的领导行为并做出反应时，权力距离感可能会影响共享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有效性。具备不同权力距离水平的员工，对共享变革型领导行为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其表现出的创新行为也会不同。目前学术界有关共享领导对不同权力文化取向下属的影响机制的探讨还比较缺乏。为此，本研究将权力距离整合到共享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模型中，以检验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
共享领导理论主张充分授权和员工的自我管理，传统变革型领导理论主张员工的精神激励和情感提升，共享变革型领导则是综合了两者的特点，主张以员工为主体来完成领导过程。目前，我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日渐激烈，为了应对工作任务的复杂性趋势与组织结构的扁平化趋势，共享变革型领导很可能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有力武器。然而，我国企业大多是由被组织正式任命的领导来完成领导过程，员工更多的只是简单的服从领导的命令、决策。因此，进一步确认共享变革型领导是否适合当代中国国情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员工对权力分配的认知角度（权力距离），检验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在拓宽了共享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作用机制研究的同时，深化了共享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情境化探索。实证研究的结果有望为我国企业管理实践过程中如何有效提高员工创新，以及怎样针对不同权力距离水平的员工采取合适的领导方式等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二、理论与假设
（一）共享变革型领导

传统变革型领导理论主张通过领导魅力（Charisma）、个体化关怀（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鼓舞性激励（Inspirational Motivation）以及智力激发（Intellectual Stimulation）四个维度来促使下属超越自身利益，为团队或组织目标奋斗（Wang & Rode，2010）[9]。领导魅力是指领导者具备较强的工作能力或技能，能够作为榜样引起员工的认同和效仿；个性化关怀是指领导者根据员工的成长需要，为员工提供个性化的支持；鼓舞性激励是指变革型领导者通过描绘组织未来的美好愿景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智力激发是指领导者鼓励下属进行创新性思考，采用新方法解决问题。
共享领导理论则主张团队中的所有成员都可以参与领导过程，领导的职权根据任务特点与团队成员的匹配程度而更替，团队中的正式领导（Official Leader）和非正式领导（Unofficial Leader）都可能通过自身的知识与技能影响他人。其中，非正式领导即由团队成员自发推选的领导者，其个人才能与团队当前的工作任务高度匹配（Pearce，Manz & Sims，2008）[
]。

相比较之下：传统变革型领导依赖于正式领导者的个人智慧，共享型领导则更依赖于团队的集体智慧；传统变革型领导由正式领导者一人完成领导过程，共享型领导则是每一位团队成员都可以参与完成领导过程；传统变革型领导是一种影响力从上至下传递的领导方式，共享型领导则是团队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领导方式（Pearce & Conger，2002）[11]。Ensley等（2006）将共享型领导的特点与传统变革型领导的特点结合起来，认为共享变革型领导是共享领导的一种基本类型，并且基于以上差异将共享变革型领导描述为团队共享创新愿景、彼此鼓励挑战现有能力水平、积极创造突破性产品或服务的一种领导模式。进一步地，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共享变革型领导较之传统变革型领导，对新兴企业的工作绩效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

综合共享领导理论和变革型领导理论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对共享变革型领导有如下定义：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可能根据任务需要成为领导，团队成员之间通过互相关怀，营造共同愿景，鼓励创新等方式，使员工超越个人利益，为了组织目标而共同奋斗的过程就称为共享变革型领导。

（二）共享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
内部动机理论对领导影响员工行为的过程进行了解释。内部动机理论指出，当感知并接收到领导者在创意、工作和人际交流的支持时，员工的内部动机会被激发，为了完成工作目标而更乐于从事创造性活动，努力提升个体创新能力（Kozloweski & Ilgen，2006）[
]。Madjar等（2002）研究发现，领导对于员工提出的工作创意，如果给予积极鼓励的态度，那么员工会感受到领导的支持，进而源源不断的产生更多创新想法[
]。共享变革型领导团队中的非正式领导，同时也作为其他团队成员的同事，使领导与员工更加近似于平级的关系，上下级相处更加融洽。领导能够深刻理解团队成员的诉求，给予团队成员较高期望和信任，在团队成员面临创新困难和采用创新方法遇到阻力时给予帮助，树立员工的创新信心（Amabile et al.，1996） [
]。当团队中的领导鼓励团队成员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采用新手段、新方法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时，员工的任务动机得到激发，表现出高水平的创新能力。此外，富有创造力的同事能够对其身边员工的创新行为产生积极影响（Zhou，2003）[
]。因此，当具有创新精神的员工发挥领导的影响力时，会带动其他团队成员从事创新来解决工作上的难题。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共享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存在正向影响。

（三）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
权力距离作为一个跨文化的概念被提出时，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可以接受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在个体层次，则是指个人对组织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接受与期望程度（Kirkman et al.，2009）[16]。具体而言，权力距离水平高的个体认为组织中的权力应该是由主管掌控，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是正常现象。权力距离水平低的个体则认为权力不应集中于一人，员工也应该具备一定的权力对组织施加影响。在有关于组织行为的研究领域中，个体层次的权力距离通常被作为研究领导行为与员工行为关系的重要调节变量。比如，具有较高权力距离的员工，授权程度负向影响员工满意度和工作绩效；而对具有较低权力距离的员工，授权程度正向影响员工满意度和工作绩效（Eylon & Au，1999）[
]。高权力距离的个体更适合采取家长式管理风格，低权力距离的个体则期望领导的授权，厌恶权力分配的不平等（Bochner & Hesketh，1994）[
]。另外，当员工的权力距离较低时，员工与领导之间存在较小的情感差距与职位差距，领导的授权行为更容易得到执行；相反，当员工的权力距离较高时，员工更愿意接受领导的耳提面命，更倾向于从上至下的垂直权威领导风格（Hofstede，1980）[
]。
在高权力距离文化背景的国家，权力距离较高的员工更倾向于向同事寻求反馈（Feedback Seeking），因为员工认为领导应该独断专行（Daniels & Greguras，2014；Ashford，Blatt & Walle，2003）[
][
]。谢俊等（2012）也认为，低权力距离的员工更能平等地与威权者交流沟通，高权力距离的员工在工作中更多地扮演服从、配合的角色[
]。领导-成员交换理论（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指出：领导者由于时间压力等原因，对待下属的方式是有差别的，组织成员关系往往包含小部分的高质量交换关系和大部分的低质量的交换关系（Graen & Uhl-Bien，1995）[
]。对于权力距离较高的员工，由于倾向于接受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所以他们平时更多的与其他员工互相交流、寻求反馈，与正式领导建立的是低质量交换关系。相反，对于权力距离较低的员工而言，他们认为上下级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交换关系，更愿意向正式领导寻求反馈（De Luque & Sommer，2000）[
]。低权力距离的员工更容易获得与领导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从而与正式领导建立高质量的交换关系。当团队采取共享变革型领导风格时，来自非正式领导的影响在团队中占据主要地位，经常向同事寻求反馈的高权力距离员工与非正式领导之间的高质量交换关系得以建立。因此，较之权力距离较低的员工，权力距离较高的员工可能更欢迎共享变革型领导风格，从而表现出更多创新行为。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权力距离对共享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员工权力距离越高，共享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越强。
综上所述，本研究总体框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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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框架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二、 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为了考察共享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普适性，我们通过网络招募被试员工，在全国范围内发放问卷，并且不对被试者所在企业的性质进行控制，问卷的被试者需要有直接领导主管。为了检查被试者是否认真填答，我们在原始问卷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反向题以便后续筛选。本研究共计发放问卷775份，通过对答题时间，反向题得分进行筛选，得到符合本研究的有效问卷536份，有效回收率为68.9%。本次调查中，男性占47.0%，女性占53.0%；21-25岁的员工占7.1%，26-30岁的员工占41.4%，31-35岁的员工占32.0%，36-40岁的员工占11.4%，41岁以上的员工占8.1%；大专及以下学历的员工占11.4%，本科学历的员工占76.8%，研究生学历的员工占11.8%；一般员工占16.7%，基层管理人员占30.0%，中层管理人员占45.9%，高层管理人员占7.5%；工作时间在5年以下的员工占31.5%，5-10年的员工占50.0%，11-15年的员工占11.4%，15年以上的员工占7.1%。通过以上样本分布可知，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另外，本研究所收集的问卷均来自参与者的主动填答，我们并没有对被试者进行跟踪催促，也没有对未作答者进行二次回访。虽然有一部分问卷未收回，但实证研究所用数据并不涉及未收回的部分，因此，我们没有进行无反应偏误（Non-response Bias）的有关统计学检验（Hudson et al.，2004）[
]。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的共享变革型领导量表与权力距离量表来自相对成熟的西方学者文献。为保证测量的有效性，我们邀请了两位管理学博士进行外文问卷的“翻译-回译”工作（Brislin，1980）[
]。我们对翻译过程中不一致的地方进行讨论修改，并请两位研究领导力与组织行为的教授对翻译后的问卷进行评价修改。员工创新行为量表采用我国学者翻译和修订的中文量表。本研究的问卷题项采用7点Likert式量表测量，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请被试者根据自己实际工作过程中的情况来选择相符合的程度。

（1）共享变革型领导量表。Ensley等（2006）[18]通过借鉴前人成果，在传统变革型领导基础上发展了4个维度，12个题项的共享变革型领导量表。Hoch等（2010）将共享变革型领导量表简化为单维度6个题项的量表[
]。鉴于国内对共享变革型领导的量化研究成果并不丰富，以及中国情境有别于西方国家，本研究以12个题项的量表为测量工具，不对其维度予以划分，而通过后续的分析来确定其效度如何。在未进行效度分析的情况下，此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39。

（3）员工创新行为量表。本研究采用刘云、石金涛（2009）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翻译和修订得到的量表[
]。该量表一共有5个测量题项。在未进行效度分析的情况下，此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89。

（4）权力距离量表。本研究采用Dorfman和Howell（1988）开发的量表[13]。该量表共有6个题项。在未进行效度分析的情况下，此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37。

（5）控制变量。我们在研究中控制了可能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的个体特征，包括员工的性别、年龄、学历、职位和任职年限，这五个变量均为分类变量。

三、数据分析

（一）同源方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仅通过一份问卷来收集数据，同一份问卷的所有题目均由同一名被试者填写，可能会导致同源方差问题。同源方差（Common Method Bias）指的是由于同样的数据来源或被试者、同样的测量环境、项目语境等所导致的研究变量之间的共变，这种共变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偏误（周浩，龙立荣，2004）[
]。为了避免同源方差对研究结论产生曲解，我们分别从问卷发放和统计学检验两方面进行控制。一方面，我们采用题项意义隐匿法对问卷进行设计（彭台光, 高月慈, 林钲琴，2006）[
]，不将变量名称和研究目的列示在问卷上，避免答卷者对本研究进行主观上的猜测，使答案反应个人的真实感受。同时，问卷采取不记名作答的方式，保护答卷者的个人隐私，进一步减少了个人偏误倾向。为了减少答卷者的潜在一致性动机，我们还在问卷中设计了部分反向题以作筛选。另一方面，根据Podsakoff等（2003）的建议[
]，我们采用Harman单因子法从统计学上来检验是否存在同源方差的问题。Harman单因子法的具体操作方式包括探索式因子分析和验证式因子分析两种，周浩等（2004）认为验证式因子分析能够对“单一因子解释了所有变异”进行更为精确的检验[35]。因此，我们设定公因子数为1，对问卷题项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在未旋转（un-rotated）的情况下得到的公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为45.192%，小于50%的临界标准，所以本研究的同源方差问题并不严重。

（二）变量聚敛效度和区别效度的检验

本研究对共享变革型领导、员工创新行为和权力距离三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以检验变量的聚敛效度及区别效度。根据Diamantopoulos等（2013）、Hair等（2010）的建议，在没有理论根据的情况下，不应该根据模型修正指标对测量题项的误差项进行相关处理，而应该对高度相关的题项予以删除[
][
]。因此，我们对共享变革型领导的第一题和第五题，权力距离的第一题和第二题予以删除。经过删除部分题项后，标准化因素负荷量均大于0.7，各构面的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均大于建议值0.7：共享变革型领导构面为0.931，员工创新行为构面为0.890，权力距离构面为0.851；各构面的平均方差萃取量（Average of Variance Extracted）都在0.5以上：共享变革型领导构面为0.577，员工创新行为构面为0.618，权力距离构面为0.588。以上结果表明，各因素构念具有良好的聚敛效度（Hair et al.，2010）[39]。

检验区别效度一般采用卡方差异检验法（Chi-square Difference Test），如果两个构面的受限模型与未受限模型之间卡方值差异量达到显著水平，则表示两个构面间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Hair et al., 2010）[39]。模型1是共享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配对，模型2是共享变革型领导与权力距离之间配对，模型3是员工创新行为与权力距离之间配对。检验结果（表1）显示各构面的卡方差异值（模型B-模型A）都达到了0.001的显著水平，表明各因素构念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表1  区别效度检验分析摘要表
Table 1   Results of Discriminant Validity Analysis 

	
	受限模型（模型B）（相关系数固定为1）
	
	未受限模型（模型A）（相关系数为自由估计）
	
	卡方值差异量
	
	自由度差异值

	
	ρ2
	df
	χ2
	
	ρ1
	df
	χ2
	
	Δχ2
	
	Δdf

	模型1
	1
	92
	525.55
	
	0.89
	91
	249.37
	
	276.18***
	
	1

	模型2
	1
	79
	1266.42
	
	-0.41
	78
	198.64
	
	1067.78***
	
	1

	模型3
	1
	29
	1146.86
	
	-0.42
	28
	98.32
	
	1048.54***
	
	1


注：***表示受限模型与未受限模型卡方值差异量大于10.827，达到0.001显著水平。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示出九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共享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r=0.78，p<0.01）；共享变革型领导与权力距离显著负相关（r= -0.35，p<0.01）。权力距离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负相关（r=-0.40，p<0.01）。
表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N=536）
Table 2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s of Study Variables (N=536)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性别
	1.53
	0.50
	
	
	
	
	
	
	
	

	2.年龄
	3.72
	1.03
	-0.20**
	
	
	
	
	
	
	

	3.学历
	2.99
	0.53
	0.01
	-0.13**
	
	
	
	
	
	

	4.职位
	2.52
	1.02
	-0.12**
	0.23**
	0.28**
	
	
	
	
	

	5.任期
	1.94
	0.84
	-0.15**
	0.70**
	-0.11*
	0.20**
	
	
	
	

	6.共享变革型领导
	5.67
	0.86
	0.02
	-0.11*
	0.15**
	0.24**
	-0.08
	(0.93)
	
	

	7.员工创新行为
	5.74
	0.87
	-0.07
	0.00
	0.16**
	0.29**
	-0.03
	0.78**
	(0.89)
	

	8.权力距离
	2.65
	1.19
	0.04
	0.07
	-0.04
	-0.04
	0.05
	-0.35**
	-0.40**
	(0.85)


注：括号内数值为CFA处理后量表的Cronbach α值；*P<0.05，**P<0.01（双尾检验）。

（四）假设检验

首先，我们以共享变革型领导为自变量，员工创新行为为因变量，员工性别、年龄、学历、职位、任期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来验证假设H1。如表3所示，模型1中共享变革型领导的回归系数为0.91，且显著异于零，假设H1得到验证。
然后，我们采用阶层回归分析法来检验假设H2。在进行调节效应的检验时，根据Aiken和West（1991）的建议[
]，对共享变革型领导和权力距离分别进行中心化，并计算出调节效应项。控制变量作为第一层进入模型，第二层放入中心化的主要变量放入模型，第三层放入调节效应项。模型2为仅存在控制变量的模型。模型3为包含控制变量，中心化的共享变革型领导和中心化的权力距离的模型。模型4为含有控制变量，中心化的共享变革型领导，中心化的权力距离和调节效应项的模型。模型4显示调节效应项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7，且显著。模型4相较于模型3，R2的增量为0.01（F=9.66，df1=1,df2=527,p=0.002），说明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显著。
表3  假设H1和H2的检验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Hypotheses Tests for H1 and H2      
	
	员工创新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预测变量
	B
	SE
	
	B
	SE
	
	B
	SE
	
	B
	SE

	员工性别
	-0.12*
	0.05
	
	-0.09
	0.07
	
	-0.11*
	0.05
	
	-0.11*
	0.05

	员工年龄
	0.07*
	0.03
	
	-0.01
	0.05
	
	0.08*
	0.03
	
	0.08*
	0.03

	员工学历
	0.07
	0.05
	
	0.12
	0.07
	
	0.07
	0.05
	
	0.06
	0.05


	员工职位
	0.08**
	0.03
	
	0.24**
	0.04
	
	0.08**
	0.03
	
	0.09**
	0.03

	员工任期
	-0.07
	0.04
	
	-0.08
	0.06
	
	-0.07
	0.04
	
	-0.06
	0.04

	共享变革型领导
	0.91**
	0.03
	
	
	
	
	0.87**
	0.04
	
	0.85**
	0.04

	权力距离
	
	
	
	
	
	
	-0.07**
	0.02
	
	-0.06**
	0.02

	调节效应项
	
	
	
	
	
	
	
	
	
	0.07**
	0.02

	R2
	0.61
	
	
	0.10
	
	
	0.62
	
	
	0.63
	


注：表中报告的均为非标准化系数。N=536，*P<0.05，**P<0.01（双尾检验）。
以往的研究主要通过画出当调节变量为均值上下一个标准差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调节效果图（如，Marrone et al，2007）[
]。这种方式的缺点在于调节变量的取值可能越过实际数据的范围。根据Hayes（2013）的建议[
]，我们在图2画出当调节变量为第15,25,50,75,90分位数，控制变量为均值时，模型4中共享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回归线来表述调节作用的方向。为了探究调节作用的边界条件，我们还在图3画出了当权力距离水平不同时，共享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条件式效果（Conditional Effect）的点估计量及其置信区间的上下限（α=0.05）。从图2可以看出随着权力距离水平的不断提高，回归线的斜率在不断增加，即共享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逐渐增强。图3显示，随着权力距离水平的不断提高，共享变革型领导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点估计量，即图2中回归线的斜率，在不断增加。图3中的两条虚线始终不与零相交，表示该点估计量的95%置信区间始终不包含零，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没有临界值。图3进一步说明，对于被调查的所有员工来说，任意水平的权力距离都会正向调节共享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假设H2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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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wer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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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共享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条件式效果
Figure 3   The Conditional Effect of Share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Innovative Behavior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中国企业情境下，探讨共享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并对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共享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权力距离正向调节共享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针对研究的结论我们进行以下讨论：
理论方面，正如Pearce（2004）所指出，共享变革型领导通过提高团队整体的知识利用率，可能在促进组织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证实了共享变革型领导行为能够使员工积极创新，回应了学术界已有的见解。组织所处的文化背景对个体的认知方式有强烈的影响（Schneider，1990）[
]。将起源于西方国家的共享领导理论应用于以传统领导风格为主流管理方式的中国将面临很多挑战（Conger，Spreitzer & Lawler，1999）
。为了探究共享领导理论在中国情境的应用，我们基于领导-成员交换理论，提出了权力距离正向调节共享变革型领导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假设，并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以往有关权力距离的研究，结论多数为权力距离越高的员工，越适合集权型的领导。比如，Bochner和Hesketh（1994）认为，高权力距离的个体更适合采取家长式管理风格，低权力距离的个体则期望领导的授权，厌恶权力分配的不平等[
]。Eylon和Au（1999）发现，具有较高权力距离的员工，授权程度负向影响员工满意度和工作绩效；对具有较低权力距离的员工，授权程度正向影响员工满意度和工作绩效[
]。本研究的结论看似与已有研究的结论矛盾，但通过领导-成员交换理论的视角进行分析，却能够很好地说明结论之间的联系：当团队是由授权型领导者管理时，员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向领导反馈，建言。对于高权力距离的员工来说，他们偏向于向同事反馈，而不习惯向领导就工作任务的方方面面进行反馈。相反，对于低权力距离的员工来说，由于经常与领导沟通交流并建立了高质量的交换关系，他们更欢迎授权型的领导风格。共享变革型领导相对于传统领导，具有授权的相同点，而不同点在于共享领导理论主张普通员工也能根据任务需要成为领导。正如假设部分所述，高权力距离的员工本就与其他团队成员建立了高质量的交换关系，当团队成员发挥领导的影响力时，无疑会得到他们欢迎。相应地，对于具备高权力距离的员工来说，在相同水平的共享变革型领导条件下，会更积极从事创新活动。本研究为中国情境下的领导力研究提供了新的洞见：与直观感受不同，当员工能够发挥领导的影响力时，高权力距离取向的员工同样能够适应授权的领导风格，共享领导理论在高权力距离文化的国家同样适用。
本研究结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企业内部要重视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随着组织结构越来越趋向于扁平化，工作任务也日渐复杂，这就需要员工具有足够的创新能力才能保持企业的竞争力。虽然传统变革型领导方式被证明也能够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林立，2011）[
]，但综合我们的实证结果和以往的研究结论，共享变革型领导将会对员工的创新产出有更强的预测作用。共享变革型领导团队中的非正式领导往往掌握着正式领导所不具有的知识或技能，通过重视非正式领导对其他员工的影响，发挥创造性员工的榜样作用，可以更多地激发员工的创新热情，从而增加企业的创新产出。建议在共享变革型领导团队中，正式领导和非正式领导可以通过营造共同愿景，互相鼓舞，尊重他人，肯定自我等几个方面，促进员工创新行为水平的提升。最后，由于权力距离的正向调节作用，各级主管应该根据员工权力距离的不同而采取差异化的领导方式。对于高权力距离的员工而言，平时习惯于向同事寻求反馈，非正式领导对其影响力得以增强，共享变革型领导方式会受到拥护，员工的创新行为增加。相反，对于低权力距离的员工来说，他们更多地向正式领导寻求反馈，而在共享变革型领导模式中，非正式领导发挥主要作用，低权力距离员工的创新行为不会明显的增加。此时可以针对低权力距离的员工，采用普通的授权型领导方式效果更好。

本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由于我们是在同一时点收集的共享变革型领导和员工创新行为的数据，尽管实证结果与理论假设一致，但是横断面的数据并不能真正推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目前国内管理学的有关研究普遍存在此不足（如，沈伊默等，2009；张勉等，2011）[
][
]。领导行为对员工表现的影响不是即时完成，而是一个动态作用的过程，一般而言，应是领导行为对员工行为产生影响，所以我们的研究仍有意义。但正如Avey等（2010）通过纵向实验设计验证了员工的心理资本与后续的心理健康的因果关系的做法[
]，未来的研究中作者将采取纵向的实验设计来验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期更具体地说明各变量之间的作用过程。第二，正如我国学者李超平等（2006）研究发现，传统变革型领导的不同维度对员工的心理动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42]。共享变革型领导也可能继续划分维度，成为高阶构念。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建议将共享变革型领导划分成不同的维度，而不是只作为一阶构念，并进一步探讨各维度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第三，我们从领导-成员交换理论来解读权力距离对共享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调节作用，但是领导-成员交换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仍然引人深思。在以后的研究中，有必要将领导-成员交换纳入共享变革型领导对员工行为表现的作用模型，以进一步探究权力距离的调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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